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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與募兵制十五年來，軍隊中女性人力提

升，軍事場域面對多面向的性別議題已成必然。然而，在軍隊此一極端

的、封閉的性別化組織中，性別平權推動現況如何？外界仍多難以一窺究

竟。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涵括陸軍、海軍和空軍的現役五年以上男性

和女性軍官為訪談對象，運用個別深度訪談法，試圖描繪女性軍人之人力

運用、職務歷練現況與經驗，以及受訪者對性騷擾防治、升遷制度改變、

組織文化變革等議題的觀察與詮釋。

研究發現，招募女性軍人比例提高、軍職發展的多樣性，看似能持續

挑戰傳統軍事制度中的性別規範、價值觀與態度；但軍隊中難以撼動的陽

剛霸權，加上社會文化裡的父權意識形態之內外夾攻，讓性別主流化的價

值並未真正落實，甚至可能加重了權力的不公平；而性別歧視、性騷擾事

件的發生，更凸顯出性別權力的不平等，女性軍人仍舊難以掌握自身性別

處境的主宰性，彷彿受到隱性圍欄的限制，被框定在軍事的從屬角色、家

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之中，以至於女性軍人仍難跨越框住自我的性別界

線。本研究最後並針對軍隊中的性別主流化後續推動策略，提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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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男性是軍人主體，而女性卻只是參與軍隊！」Cynthia	Enloe曾

感慨地表示，討論軍隊的性別議題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女性從

軍更不是找到一份工作那樣簡單。在女性參軍的歷史脈絡中，男性軍

人是軍隊的主力且占有優勢地位，而女性軍人則被視為填補男性人力

空缺的角色，並處於邊緣位置（Enloe,	2000）。尤其在陽剛霸權文化

和社會父權文化相互融合下，無論是軍事組織結構、文化和政策都以

鞏固男性優勢地位為主。男性地位可以透過戰鬥職務，或是參與戰

鬥獲得彰顯。反觀女性軍人，因為長期被排除在戰鬥職務之外，而

難以擺脫在軍隊中的附屬角色（Enloe,	2000;	King,	2016;	Sasson-Levy,	

2003）。

回顧我國女性軍人的發展，就是女性挑戰男性優勢軍事地位的歷

程。從國軍革命軍北伐時期開始，女性軍人主要擔任戰場救護工作。

民國 38年「國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隊」成立後，女性軍人投入敵情分

析、政治教育與團康等工作。自民國 80年起，國防部開始大量招募

女性軍、士官，招募官科包括：行政、資訊、補給、通信電子、飛

機維修和飛機駕駛等；民國 83年陸軍官校、海軍官校、國防管理學

院，以及中正理工學院均開始招收女性正期學生，也代表女性於此時

期開始參與醫務和政戰業務之外的工作（沈明室，2003）。女性人力

運用上，在民國 95年開始出現另一波重要轉變期，主要源於招收志

願役女性士兵，以及性別主流化政策的推動。招收女性志願役士兵帶

來的改變，就是女性軍人比例顯著提升，以及女性可任職的官科、職

務與專長增加。例如：民國 95年度首度招募女性士兵的甄選員額僅

100位（女性占比 1%），主要服務於陸軍總部、空軍總部與聯勤總



軍隊中的性別主流化實踐 3

部（國軍人才招募中心，2006）；民國 108年女性招募人數已提升至

2,308位（女性占比 22%）（國防部，2020），服務單位更擴及國軍各

單位。

我國性別主流化的推動首須歸功於「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的努力，在民間婦運委員的積極推動下，行政院逐步推出一連串

性別主流化相關措施（彭渰雯，2008）。國防部從民國 96年開始，

開展四年為一期的性別主流化工作，民間婦女團體與性別學者專家

也藉此過程，得以進入軍事體制內影響政策。檢視國防部民國 96年

迄今的執行成果，在最初（民國 95-98年）將重點置於計畫擬定與基

礎資料建置。至民國 99-102年，除延續上一階段的工作，並提出消

除不平等的政策工具與活動，例如：辦理「中長程個案計畫」、「法律

案」性別影響評估，以及性別意識培力（增加各司令部及各軍事學校

主官〔管〕及幕僚、各級軍事法院暨檢察署及台南監獄、監察相關

業管同仁，以及心理輔導人員的性平相關實務知能研習）（國防部，

2012）。

民國 103-106年，同樣是持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且強

化性別觀點融入業務，以及建構友善性別工作環境。此階段重要成

果，包括：裝甲兵科及艦艇職缺開放女性人力加入，以及民國 104年

拔擢首位外島野戰部隊女性少將、民國 106年拔擢首位一級作戰艦女

性上校艦長等（國防部，2018）。至最近一期，更回應行政院層級二

項議題，包括：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以及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

與之性別平等。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方面，主要辦理軍隊新聞媒

體單位的性平意識訓練課程，以及提升女性比例（民國 110年女性比

例已達 14.08%）；在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的成效上，至

民國 110年止，國防部列管的委員會及財團法人，已有六成七達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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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國防部，2022）。在部會層級議題方面，則是

持續深化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的推展工作，包括：持續建立官兵正確

的性別平等意識，提升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與處理能力，建立性別平

等輔導考核機制，並且置重點於全面檢視、研討及修正各項法規與作

業規定，以及健全女性人力運用之任職、升遷制度等。

總而言之，無論是招收志願役女性士兵，抑或是性別主流化的

推展，都增加女性在軍隊中的多元發展機會，尤其任職於戰鬥單位、

獲任重要職務都有利於鬆動原有的性別秩序。況且，性別主流化不僅

保障不同性別者享有同樣機會參與軍隊事務、獲取相同資源，更與維

護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如國防部 110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中指出：

「性別主流化的推動，目的就是讓全體人民不分性別，皆能為國軍建

軍備戰貢獻己力」（國防部，2022）。因此，軍隊性別主流化工作得

以順利推展，也與國家政策上的特殊關注相關。然而，一個由上而

下的政策，是否真能強勢改變根深蒂固的軍隊陽剛霸權文化？ Enloe

（2017）說過：「父權制是微妙的、明目張膽的性別歧視和男性化特權

的結締組織，若沒有透過仔細檢視，將會錯過其中細微的差異。」

為了更清楚呈現軍隊中性別主流化的推展進程，筆者整理民國

95年性別主流化推動之後的文獻資料，將主要發現區分為：性別分

工、人事升遷和性騷擾等三個部分。首先，在性別分工議題的討論，

現有研究大多以中、低階成員的角度，聚焦於日常勤務分配的討論，

主要探討：軍隊長官會因安全考量，降低女性成員的工作量或強度

（例如：排除女性參與救災、夜間衛哨勤務，以及體力負荷大的公差

勤務等）（王盈舜，2017；沈育林，2012；劉欣怡，2012；羅晴云，

2008），或是預設女性有生育規劃，而在職務分配上予以性別區隔

（朱世豐，2016；郭怡杏，2016；陳宜倩，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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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事升遷方面，胡賢仁（2007）與傅阡綦（2008）的研究都以

不同階級的軍士官為問卷調查對象，論述軍隊玻璃天花板的現象。胡

賢仁（2007）研究發現，男性在師徒關係、長官—部屬關係以及非正

式網絡資源取得，都比女性更具優勢，加上母職角色的牽絆，都造成

女性升遷機會低於男性。同樣地，傅阡綦（2008）研究也有相似的發

現，與胡賢仁（2007）研究結果較大的差別，在於發現官階越低者對

玻璃天花板的認知越高。此外，王盈舜（2017）與劉欣怡（2012）的

研究對象僅限於資淺的軍士官兵，所以對軍隊玻璃天花板的感受並不

強烈。筆者認為，玻璃天花板本就是針對女性晉升到高階職務潛在限

制或障礙的討論，中高階軍人對此議題才能有更深刻的體會與描述。

在性騷擾議題方面，沈育林（2012）和林柏志（2019）提到，軍

隊成員對性騷擾防治作為感到焦慮，因為部隊長官會透過嚴肅的性

騷擾案例宣導、令人畏懼的懲處規定，來遏止性騷擾事件的發生。然

而，這些作為反而導致男性刻意與女性保持距離。王盈舜（2017）和

賴育貞（2016）則描述軍隊對性騷擾案件處置不公，例如：女性向單

位長官報告自己被性騷擾後，反而被道德勸說或施加壓力。在現有文

獻資料中，大都聚焦於中低階的軍官、士官或是士兵的個人感受，從

資料中可看出性別意識培力的確提升軍隊成員對自身處境的覺察，但

是也看到軍隊成員即使覺察到自身處境的不公，也難以跳脫性別權力

關係的宰制。

檢視相關文獻之後，筆者希望本研究能進一步地從軍隊組織、社

會文化與性別主流化政策的影響等各層面深入討論，試圖了解：在性

別主流化政策推動 15年後，軍隊成員對性別主流化各項工作推展的

主觀感受為何？軍隊陽剛霸權文化、社會傳統父權文化如何影響軍隊

成員的認知、態度和行為？性別主流化的推動會對軍隊性別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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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最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涵括北部、中部、南部和東部各

不同軍種、單位和兵科，以取得樣本之最大可能常態分布及擴大研究

對象之差異性。筆者運用個別深度訪談法蒐集 12位（6位現役男性

和 6位現役女性）受訪者的個人經驗、感受與思考。在 12位受訪者

中，6位男性受訪者服役年資在 16-25年之間，包括：飛行單位、艦

艇單位、陸軍作戰單位、特戰單位的高階領導幹部，以及人事部門的

高階主管。本研究選取男性高階領導幹部和人事主管的目的，在於

主要探討性別主流化推動 15年來的轉變，服役滿 15年且擔任過主官

（管）、人事主管，或是接觸過性別主流化業務的高階軍官，必然較深

度了解軍隊性別主流化的推展過程。同時，筆者所挑選的男性受訪者

都有豐富的部隊經歷，也擔任過戰鬥單位的主官（管），知道各部隊

推展性別主流化的差異性；至於 6位女性受訪者，主要選擇任職於戰

鬥單位的女性（包括：艦艇單位、砲兵單位、工兵單位、特戰單位和

飛行單位），雖然部分女性受訪者年資較淺，無法親身經歷性別主流

化推展過程的變化。但是，筆者希望借重她們服役於戰鬥單位的相關

經歷，以更深入地討論本研究所提出的相關議題。

二、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梳理軍隊陽剛霸權文化與性

別的相關研究；第二部分聚焦討論軍隊的身體政治帶來的影響；第三

部分針對性別、職場權力與性騷擾議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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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軍隊文化與性別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透過陽剛氣概與性別規範所維繫的機構

（Silva,	 2008），尤其軍事和國防安全，通常被設定為男性化工作。透

過軍事能力的訓練與培訓陽剛氣質交織作用，軍人職業與男性身體被

視為一體，軍事組織受到男性的身體所壟斷，以培養出「合乎理想」

的軍人（Enloe,	2004）。軍事訓練培養軍人在高度攻擊性和暴力環境

下快速反應的能力，Enloe（2000）與 Sandra	Whitworth（2004）認

為，許多男性軍人的男子氣概在訓練過程會發生變化，創造出「軍事

化的男子氣概」，而軍事化的男子氣概是極度男性化、霸權的，因為

與戰爭、軍事相關的場所是最直接構建陽剛之氣的場所。

陽剛氣質的軍隊組織文化建構，認為女性是不理性且脆弱的，無

法達到男性標準，更不具備邏輯思考能力（Reynaud,	2004）。儘管部

分女性軍人已經成功擔任傳統的男性角色（例如：戰鬥職務、將級軍

官），但女性性格特徵仍被認為異於男性（Taber,	 2011），因為女性

氣質被認為是側重關懷、情感聯繫、善於妥協（Silva,	 2008;	Sjoberg	

and	Gentry,	 2007）。換言之，男強女弱的性別刻板印象，強化女性為

被保護者的角色認知。軍隊陽剛霸權的文化發展，會迫使女性軍人受

到邊緣化，男性占據主導性地位（McCristall	 and	Baggaley,	2019）。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女性在軍隊中的參與一直穩定增加，在招募和

擴展女性職缺方面也獲得重大進展。然而，軍隊終究與陽剛霸權氣

質緊緊聯繫，女性發展空間仍不免受到限制（Pawelczyk,	2014）。

軍事組織對於女性人員的招募和任職都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各種抗拒

表現（Nuciari,	 2018），組織文化影響著組織的運作方式，也同時影

響員工的行為，組織終究根據自己的組織文化做出回應並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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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eters,	 2018）。軍事環境中，占主導地位的男性已經強化陽剛文化

規範的力量，軍事文化規範更試圖以排斥女性的方式去維持當前的性

別秩序（King,	2016）。因此，在軍隊服役的女性會發現自己處在一

個不被主流文化接納的處境之中（Hearn	 et	 al.,	 2012;	Pinch,	2006）。

尤其，在軍事場域中，有形的空間規劃以及無形的人際區隔，都可見

陽剛霸權操控著軍隊的性別關係。

在空間規劃上，比較顯而易見的是辦公區域和生活區域的差異。

在生活區域方面，軍隊的男女生活區域有明顯的區隔。部分軍事單位

會因為沒有適合女性居住的空間而拒絕招募女性（周海娟，2011；胡

三華，2013）。在女性生活區域中，為確保女性安全，女性生活區集

中且普遍加裝鐵門、鐵窗，認為將女性隔離起來就是安全（周海娟，

2012；林柏志，2019；劉欣怡，2012；羅晴云，2008）。在生活區域

的管理上，也會交由女性幹部專責負責，男性會避免涉入女性生活

區的管理以明哲保身（林柏志，2019；張雅筑，2016）。反之，公共

區域的女性空間卻受到忽略，例如：公共區域是男女共用的，男性

卻會認為女性闖入原屬於他們的空間，害他們不能打赤膊、穿內衣

自由行走，女性活動空間明顯受到壓縮（張雅筑，2016）。另外，哺

（集）乳室的規劃，也有設備老舊、地理位置偏僻等狀況（卓秋慧，

2011）。多數軍隊女性面對不友善的空間規劃，也只能選擇默默承

受，以避免男性的反感（卓秋慧，2011；崔艾湄，2013）。

在人際關係的區隔上，以男性為主的軍事組織，男性相對有較佳

的人際網絡，更易於建立袍澤情誼和師徒制的信任關係，在社會資本

的累積明顯優於女性，也降低女性競爭高階職缺的可能性（侯義雄，

2011；胡賢仁，2007）。女性因屬少數群體，要融入男性主群中已非

易事，加上性騷擾防治相關規範頒布後，每日嚴肅且三令五申的性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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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案例宣教，讓男性更藉此機會與女性保持距離（沈育林，2012；林

柏志，2019）。

再者，軍隊性別分工和極度陽剛霸權文化維持了性別等級制度，

而維持性別等級制度的不僅是男性，部分女性在軍隊中的實際行為也

往往傾向於認同男性意識形態（Sasson-Levy,	2011），部分女性會模

仿男性軍人的言行舉止（Sasson-Levy,	2003）；正如 Enloe（2004）文

章中所述，部分女性也會受到陽剛霸權文化的影響，成為延續並再造

陽剛暴力的成員之一，期待獲得男性的接納。女性軍人扮演男性化的

角色，就是刻意降低自己的女性氣質。

總而言之，軍隊陽剛霸權文化影響性別關係，透過空間和人際

的隔離，藉以限縮女性發展機會與空間，甚至女性軍人也被「融入」

（fit	 in）這樣的不對等性別關係，導致部分被同化的女性軍人也在軍

隊場域中協助維持現有的性別秩序。可見，父權制度從未消失，只是

透過更隱晦、更細微的方式存在。

（二）軍隊的身體政治

身體通常被理解為社會意義的接受者，而非創造者。性別通過

身體展露於他人，其中涉及社會化進程、受到文化規範的洗禮，並被

社會意義所理解，進而體現於公共領域的一種社會現象：「身體是我

的，卻也不是我的」（Butler,	 2011）。在崇尚陽剛特質的軍事組織特

別存在這樣的思維，在各項軍事訓練下，讓軍人威武風格變得獨特且

可見（Sasson-Levy,	2011）。軍隊特意將男孩改造成男性，並將軍事

能力的訓練與培訓陽剛氣質交織在一起，軍人職業與男性身體成為

一體，並服膺於陽剛氣質（Enloe,	2004）。性別間的體力差異，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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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巴以下的身體差異」與男性壟斷部分軍事職務具有密不可分的關

聯（Persson	and	Sundevall,	2019）。

女性身體與軍人角色，經常因女性的生理需求而被視為不適

任於軍職，迫使女性軍人居於從屬地位（Cohn,	2000;	Persson	and	

Sundevall,	 2019）。軍隊的勤務分配與工作內容，也會依據生理性別

而做出區隔（王盈舜，2017；沈育林，2012；劉欣怡，2012；陳宜

倩，2010；羅晴云，2008）。體力付出較大的工作、救災任務、夜

間勤務等大多由男性擔任。軍隊中的性別分工總以保護女性為由，

事實上卻是刻意凸顯出女性在軍隊工作的侷限性與從屬性（王盈

舜，2017；沈育林，2012；羅晴云，2008）。尤其，工作與母職的衝

突通常是侷限女性軍職發展的重要因素（朱世豐，2016；郭怡杏，

2016）。軍隊長官會在預設女性有生育規劃的前提下，進行女性職務

與工作的安排。如陳宜倩（2010）研究指出，一聽到有女性要到單位

報到，長官就在擔心以後產假與育嬰假的問題，在工作分派上就有

先入為主的想法。誠如 Jeff	Hearn等（2012）所強調：「軍隊是最明

確、最明顯的男人社會權力賽場之一。」女性在懷孕生子、為人母、

為人妻的過程中，因為回歸母職角色的傳統社會期待，而被迫在競爭

的賽場上撤退。

（三）性別、職場權力與性騷擾

權力，被定義為「對資源、人和事物的控制」（Wolf	 and	

Fligstein,	 1979），是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面向（Bendix,	 1956;	

Dahrendorf,	 1959）。男主女從的權力差異讓陽剛氣質更具有社會中

心地位，並且與權威和社會權力更相關（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	



軍隊中的性別主流化實踐 11

2005）。在男性主導的組織結構下，女性的職業別與職位處於劣

勢，導致女性在權威職位上的代表性不足（Elliott	 and	Smith,	 2004;	

Kalev,	2009;	Reskin	 and	McBrier,	 2000）。即使少數女性能夠打破玻

璃天花板獲得領導職位，性別刻板印象仍持續影響長官對她們的評

價（Davidson	and	Cooper,	1992），甚至女性容易被孤立，並被認為不

適任其職位（Ridgeway	and	Correll,	 2004;	Ridgeway	and	Smith-Lovin,	

1999）。

軍隊的「玻璃天花板」議題談論迄今，仍是未被打破的巢臼（周

海娟，2011；侯義雄，2011；陳慧蓉，2012；傅阡綦，2008；虞立

莉，2003），細微的制度運作加深女性升遷的阻礙，也增加了軍隊中

性別間的緊張與衝突（陳慧蓉，2012）。如 Janeen	Baxter與 Erik	Olin	

Wright（2000）指出，女性在管理階層出現晉升上的系統性障礙，不

僅是晉升決策中的明顯歧視，更是體制結構或社會環境中存在的間接

歧視。

性騷擾則是被置於更廣泛的歧視、權力和特權模式中，性騷擾與

基於性別的不平等具有關聯性（MacKinnon,	1983），最常發生在男性

主導的工作環境中（Rospenda,	Richman,	and	Nawyn,	1998;	Uggen	and	

Blackstone,	2004）。權力不對等往往被認為是軍隊性騷擾與性別歧視

的主因（King,	2015;	Kronsell,	 2016），在這種觀點中，性別是一種地

位特徵，賦予男性騷擾女性的權力（O’Connell	 and	Korabik,	 2000）。

從文獻資料亦可見軍隊仍存在性騷擾與性別歧視的現象（呂佩恩，

2014；侯義雄，2011；劉欣怡，2012）。加上女性自我內化的從屬角

色，造成女性軍人以膽怯、退讓來應對性騷擾與性別歧視，選擇隱

聲不發、視為玩笑並淡化性騷擾事件的嚴重性（侯義雄，2011；賴育

貞，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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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軍隊性別平等推動下，性騷擾防治策略似乎遵循著「彭

斯守則」（Pence	Rule），	  1 例如：女性不站夜哨、不夜間加班（王盈

舜，2017；劉欣怡，2012），男性刻意與女性保持人際距離（王盈

舜，2017；林柏志，2019），都與部隊長期的性騷擾案例威嚇作用有

關。就如 Anthony	Michael	Kreis（2020）指出，不論是敵意式的性別

歧視，或是仁慈的性別歧視，都是試圖維護男性經濟、政治和社會支

配地位的父權規範。換言之，「彭斯守則」加深性別隔閡，也增加了

男性獲取權力的機會，並壓制工作場所的性別平等。即使政策已開放

女性以更多元的方式進入軍隊，當女性無法避免地一直處於不友善的

工作環境，最終可能會導致她們失去服務熱誠與工作動機。

透過文獻資料的爬梳，清晰可見軍隊陽剛霸權文化與社會父權文

化，仍操控著軍隊的性別權力關係。即使性別主流化獲得推展，性別

等級制度依然存在。不論是軍事體制結構，抑或是身處的軍事與社會

環境中，性別歧視與偏見仍以隱晦、難以覺察的方式展現。現有文獻

提供本研究議題思考的基礎，在此基礎之上，筆者將借重具有豐富的

部隊經歷、擔任過戰鬥單位主官（管）的中、高階男性軍官，以及任

職於戰鬥單位的女性軍官之視角，以更深入的角度，探討本研究相關

議題。

1	 2002年，當時的美國國會議員Mike	Pence陳述與 Graham牧師類似的理念（永
遠不會單獨與女性互動，包括旅行、用餐或開會）。Pence表示，除了他的妻
子，他從不與女性單獨吃飯，也不參加妻子沒有陪同的飲酒場合，該規則還

擴展到他的工作人員配置政策，例如：Pence只允許男性國會助手工作到深夜
（Krei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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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包括：（1）國防部民國 95年至 111年的推動

計畫，以及民國 96年至 110年國防部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成果報告：

透過推動計畫與成果報告的整理，掌握各階段的重點工作與延續性

的改革措施，系統性地歸納出國軍性別平權實踐方針；（2）深度訪

談 12位（6位現役男性和 6位現役女性）軍官。研究的重點在於探

討國軍成員對性別主流化推動的感受，基於各軍種特性、專業技術和

工作任務的差異，本文涵括陸軍、海軍和空軍的現役男性和女性軍官

為訪談對象，考量受訪者必須了解性別主流化相關政策、命令，並且

職務上能知悉下屬的工作和生活實況，故運用質性研究的個別深度訪

談為研究方法，以立意抽樣方式招募服役五年以上的軍官、熟悉軍隊

事務，且對研究議題有興趣、願意配合數次訪談及接受筆者確認資料

準確性，最後共有 12位參與研究。由於軍隊體系龐大，不僅區分為

陸、海、空軍三大軍種，各軍種又區分為不同單位和兵科專長，因

此，本文為取得樣本之最大可能常態分布及擴大研究對象之差異性，

筆者分別在北部、中部、南部和東部各不同軍種、單位和兵科中尋找

受訪對象。

本研究以半結構性訪談大綱為資料蒐集工具，為使參與者更容易

理解訪談內容，訪談大綱的用詞和問話歷經多次修改，並強調以他們

日常工作經驗為主軸，用口語化陳述筆者的想法，避免過於學術而影

響表達。由於筆者與受訪者同樣服務於軍隊，為降低個人軍職經驗和

個人認知對資料蒐集的影響，筆者於研究訪談大綱擬定後，邀請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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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非軍人身分的學者參與訪談大綱的設計和用詞的修改，並進行大綱

問題的試測。此外，筆者在訪談過程中，對自己可能有的偏見和個人

經驗混淆保持察覺，尤其面對軍種、職務或階級不同的受訪者，均秉

持開放的心態面對，目的是希望更加深入、清楚詮釋研究事件，以增

進資料分析的可靠度與效度。

研究從民國 106年 3月開始，共歷時七個月才完成所有訪談。

訪談設計因應研究參與者的需求，訪談地點規劃均為受訪者認為熟

悉、安全且有利於表達的生活或工作空間。如M1、S1和 S2擔心營

區內受訪會被過度解讀，或擔心個人言論會被定位成單位立場，因此

選定在營區外的餐廳或咖啡廳受訪；其他受訪者則沒有這樣的顧慮，

反而熱情邀請筆者到營區訪談，讓筆者有機會了解受訪者的工作環

境。同時，為保障受訪者權益，筆者事先取得個人的研究知後同意

（informed	consent），再向他們解釋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保密原則

與參與者的權益等。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約為 1.5-2小時，訪談過

程全程錄音，再以逐字稿的形式轉錄。

研究過程中，筆者時刻留心自身位置、過往經驗和自我價值觀對

事件看法的影響，並善用反思能力以帶領研究進入更深層的探尋。筆

者在與研究對象對話的過程中，研究視野和個人認知不斷受到衝擊和

挑戰。即使筆者同為軍人，軍事單位的軍種差異、兵科特性，以及工

作與任務的多元性，讓筆者彷彿進入大觀園一般，看到和聽到從未觸

及過的事件。例如：M6描述艦艇床位規劃是以艙間區分而非床位劃

分，女性人數要配合艙間數做規劃；S6解釋懷孕女性軍官不能上船

是基於安全考量，而非禁制懷孕女性到艦艇服役。這些具有軍種差異

的工作經驗，都讓筆者重新檢視自己既有的刻板印象與框架，認知到

必須以更謙遜、更清空自我認知的方式來進入研究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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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運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以期反映現實，又

揭開現實表面。在資料分析上，以指認、分析和反映資料的模式，透

過系統性的分析資料，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進而以主題

方式呈現，以解釋資料所蘊含的意義（Braun	and	Clarke,	 2006）。透

過受訪者親身經歷的分享，並以更廣泛的軍事背景、社會文化脈絡賦

予意義，透過整理、分析，以發現受訪者身在其中的感受與經驗。筆

者根據高淑清（2001）對於主題分析法提出的概念進行分析，且依循

「整體—部分—整體」的詮釋循環。首先，筆者將訪談對話內容轉謄

成逐字稿，藉由反覆閱讀熟悉每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再從資料中找

尋意義和模式，進而進行編碼、發展主題、檢視主題，並且再次閱讀

訪談資料來回檢視編碼，最後精煉出主題與命名和撰寫分析，並仔細

思考主題間的連結，以呈現每個主題所傳達的故事。為了確保資料分

析的可靠性和正確性，在閱讀逐字稿時，負責資料分析者除多次閱讀

逐字稿外，亦和研究團隊成員（包括受訪者與共同作者）持續在資料

分析、主題呈現上做共同的檢證，並且對主題分類做深入討論，以產

生新的思考。

（二）受訪者基本資料

為保障受訪者的權益，降低圈內人對他們身分的連結，基本資料

將去除單位全銜、階級職務等個別描述。本文共訪問 12位現役軍官

（6位女性、6位男性），軍職年資 1-5年者 1位、6-10年者 1位、

11-15年者 3位、16-20年者 2位、21-25年者 5位；已婚者 9位、未

婚者 3位；育有子女者 7位、未育有子女者 5位。本文受訪者除了一

位長期待在專業單位之外，其餘受訪者都在軍事組織擔任過幕僚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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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和領導職務，包括：排長、營連級領導幹部、各類幕僚職務等。

12位中有 2位（1男 1女）擔任過艦艇單位的高階主管、3位（1男

2女）在砲兵單位、1位女性在工兵單位、3位（2男 1女）服務於特

戰單位、2位（1男 1女）為飛行單位的領導幹部，以及 1位男性人

事高階主管（受訪者基本資料詳如表一）。

表一：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資 軍種 婚姻狀況 有無子女

M1 男 21-25 空軍 已婚 有

M2 男 21-25 陸軍 已婚 有

M3 男 21-25 陸軍 已婚 有

M4 男 21-25 空軍 已婚 有

M5 男 21-25 海軍 已婚 有

M6 男 16-20 海軍 已婚 有

S1 女 11-15 空軍 已婚 無

S2 女 6-10 海軍 未婚 無

S3 女 11-15 陸軍 未婚 無

S4 女 11-15 陸軍 已婚 無

S5 女 1-5 空軍 未婚 無

S6 女 16-20 海軍 已婚 有

四、研究分析與發現

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分成三個部分進行論述。首先，討論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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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剛霸權如何透過空間、人際和職務隔離，劃分出清晰可見的性別界

線。接續，論述社會傳統家庭角色的框架以及軍職不可分割的忠誠

度，會如何影響女性的軍職發展。最後，以女性升遷受到的歧視與障

礙，分析軍隊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一）排「她」性：清晰可見的性別界線

軍事組織是陽剛霸權的重要製造場域，陽剛霸權更是長久宰制

軍隊制度，透過持續鞏固軍隊制度，就能夠不斷複製陽剛霸權的規

範（Connell,	 1995）。權力關係則是陽剛霸權的核心，而權力關係得

以藉由排除、聯合、恐嚇或剝削等方式，產生聯盟、支配和從屬關係

（Connel	 and	Messerschmidt,	 2005）。在過往研究中發現，單位長官會

將女性軍人排除在戰鬥專長職缺或領導職之外（胡賢仁，2007），減

少女性人員的工作量或強度（王盈舜，2017；沈育林，2012；胡賢

仁，2007；劉欣怡，2012；羅晴云，2008），或者是在人際關係（侯

義雄，2011；胡賢仁，2007）、生活空間上刻意將女性區隔（沈育

林，2012；林柏志，2019），甚至會有性騷擾與性別歧視狀況（王盈

舜，2017；賴育貞，2016）。

本研究除了持續觀察過去研究所討論的議題，也借重受訪者在戰

鬥單位服務的經驗，藉由訪談深入了解性別權力關係在戰鬥單位的展

現方式。研究結果發現，性別權力關係會透過空間區隔、人際區隔，

以及職務區隔方式，劃分出清晰可見的性別界線。第一，在空間區隔

方面，女性人數提升打破原本的空間分配，單位必須騰出更多空間讓

女性使用，卻讓空間上的性別界線反而更加清楚。如服務於海軍陸戰

隊的 S2在戰備留守時，就因為女性的公共盥洗設備不足，造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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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勤的不便。

戰備輪值大概三到四個人在輪，就經常會輪到。我都會回寢室去

洗澡，可是有一陣子颱風很頻繁，我就帶盥洗用具去戰備室的

廁所洗，但是，就一個小厠所，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在那邊（偷）

看⋯⋯沒有人會去在乎這個女生小厠所，又沒有熱水，很可憐拿

個熱水瓶倒熱水⋯⋯夏天就這樣洗。（S2）

S4擔任陸軍野戰單位主官，在部隊野外訓練的時候，也面臨到

女性夜間野營問題，上級長官為了管理方便將女性安置到其他單位的

女性宿舍去借宿。這樣的安排除了讓男性同仁眼紅之外，其實女性要

回到單位訓練的路途遙遠，反而造成困擾。所以，S4只能自己想辦

法規劃女性部屬的住宿和盥洗問題。

覺得難的不是執行任務，而是生活照顧的部分，比如說野外操

課，下基地要睡野外的時候⋯⋯要多去想到一些特殊性的安排，

這些安排又不能讓男生覺得太過了⋯⋯說到女生生理期的問題，

我就會協調地方讓她們洗澡，可是洗完澡還是要回來野外睡帳

蓬⋯⋯。（S4）

如果是艦艇單位更加複雜，艦艇上必須明確區隔出女性生活空

間，才能讓女性到艦艇上任職。M5、M6都在海軍艦艇單位擔任主官

（管）職務，就很排斥女性進到艦艇單位服務，M5提到：「艦艇艙室

是沒有門的，一塊布拉起來而已⋯⋯長官或是我們的文化能不能接受

男生和女生睡同一個艙？⋯⋯基本上比較不方便是在這裡。」因為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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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寢室是以艙室為單位，只要有女生到艦艇服務，就要讓出一個艙室

的空間給女生。M6則擔心會引發男性同仁的抱怨：「艙室生活空間

狹小，常常走路時就會有身體上的接觸，而且也沒有私人空間，可能

就比較不適合。」由於艦艇上本來就沒有規劃女生的生活空間，要剝

奪掉男性習以為常的空間運用，的確有不小的抱怨聲浪。S5服務於

空軍飛行單位，生活空間也同樣侷限於女性生活區內。可見，各軍種

在空間規劃上，仍未能滿足女性軍人的使用需求，只是勉為其難地分

割出部分空間讓女性使用，並且加裝鐵門、鐵窗、監視系統，區隔出

女性可使用的區域。

第二，在人際區隔上，原本明文規定的性騷擾防治相關法規，是

用以防範軍隊發生性騷擾事件，如今卻成為性別間保持距離的理由。

本研究的女性受訪者都深感困擾，如服務於海軍艦艇單位的 S6就提

到：「性騷擾政策限制下來，會讓他們（單位男性同仁）覺得害怕，

造成男生能避免就避免跟女性接觸。」S2也感覺男性同仁營外聚餐

會刻意排除女性：「學長們晚餐不想在（營區）裡面吃，就約去外面

吃，比較不會約女生。」服務於空軍單位的 S1，同樣沒被邀請參加

同事下班後的聚會，有時候男生聚在一起聊天、抽菸，也會故意把

她支開：「男生聚餐可能覺得要講黃色笑話，女生不方便參與，可能

聚餐就不會約妳⋯⋯甚至休息抽菸看到妳在，就說：妳可以去忙妳

的！」S5服務於空軍飛行單位，也明顯感受到男性同仁和自己相處

時的不自在：「他們比較不適應，就是原本全部都是男生的團體，然

後卻有女生存在。」

由於女性在人際關係中受到疏離，在執行任務時就只能孤軍作

戰，除了工作會比較吃力之外，孤獨感更令人難受。S5提到：「人太

少會覺得孤單，沒人可以談心或是紓解訓練壓力。」S1很羨慕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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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交圈：「我覺得他們（男生）有社交活動，然後就會過得比較好

這樣！」被男性社交圈排斥的原因，就像 S2所說：「很多男性長官

會保護自己，就感覺他跟你的相處是不一樣的，他們覺得女生就是愛

申訴，不太跟女生開玩笑，有時候一起工作會覺得我們被疏忽了。」

S1和部屬相處時也有同樣的問題：「男生跟底下部屬都是稱兄道弟

的，比較好融入，但是因為我是女生，他（部屬）有些話沒辦法直接

跟我講，就會保留一段，我就要去猜。」

男性受訪者M2則無奈表示：「沒辦法呀！我在跟你聊天的時

候，東扯西扯，我們都是好朋友、同僚，平常也跟我開這個玩笑，我

哪知道今天突然不對勁了，你就說：我不舒服，我要告你！」因此，

M2平時就會盡量少跟女性互動。M3是陸軍野戰單位的主官（管），

在任內處理過多起性騷擾案件，他情緒略帶激動地說：「我一直覺得

性騷擾事件比較讓男生難以接受的，就是把男生先斬了就對了！處

理方式都是這樣！還沒分清楚青紅皂白，有些甚至是女生故意的！」

M3因此選擇和女性同仁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性騷擾防治宣導或許

起了威嚇效果，卻讓軍隊成員依循著彭斯守則，無論公務或是人際往

來都刻意與女性保持距離。但是，軍隊是講求團隊合作的組織，女性

仍必須融入男性群體。

大多數女性受訪者也提到，要融入男性群體就得接受男性同仁

講黃色笑話、開女性身體玩笑、身體碰觸等舉動，讓男性相信自己

是「哥們」。S2以自身經驗分享，不論是軍校時期或是於海軍陸戰

隊服役時，她都必須習慣男性的相處模式：「男生會很喜歡開女生玩

笑啦！我們也覺得好玩，也習慣了，因為官校都這樣子開玩笑。」S6

也認為女性若是開不起玩笑，工作上就沒辦法互相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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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男生聊天的時候會打女生的屁股或幹嘛！當然這就是不好的

行為，可能捉弄她一下，趁她不注意打個頭或頂個肩膀的，其實

還 OK！我覺得要平常心看待，要不然男、女生怎麼工作，大家

工作在一起就是得互相幫忙啊！（S6）

就如 Paul	R.	Higate（2003）所述：「性別階層的差異造成女性角

色的邊緣化，也為性騷擾事件的發生創造有利的環境。」因此，即使

有《性騷擾防治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的保障，男性群體的優勢

地位會壓制女性為自己權益發聲的勇氣，甚至女性彼此也會互相傷

害，將「過度反應」的女性視為是單位凝聚力的破壞者。

第三，在職務區隔上，本研究主要了解女性服役於戰鬥單位的工

作分配情形。研究發現，大多數受訪者會排斥女性到自己的單位，尤

其若屬於野戰、特戰或飛行單位，在任務執行需要較大體力負荷，女

性就成為拖累任務或訓練執行進度的次級人力。如 S2的單位時常需

要搬運武器彈藥，她指出：「當然希望男生來啊！這樣就不用抬得這

麼累。」S3的單位任務主要執行開路、架橋任務，還要負責災害防

救等工作，所以 S3也不喜歡任用女性：「雖然都講求兩性平權，還

是要考量到她體力上的負荷，不可能叫她去做一些粗重的啊！」S5

服務於專業飛行單位，曾聽到單位長官質疑：「開飛機這麼陽剛的事

情就應該由男生來做⋯⋯女性不適合啊！女性的體力不好啊！」

可見，即使女性分發到基層部隊或是野戰單位更加普遍之後，

過去習慣的人力分派、工作執行模式都必須改變。但是，軍隊成員是

排斥改變的。M5就表示：「要怎麼平權？一出生男女生理構造就不

同，不可能會性別平權，只是說在心裡面要相互尊重的那種⋯⋯要截

長補短嘛！」M3更笑稱不是每個女性軍人都像電影演的魔鬼女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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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剽悍英勇：「特戰部隊我覺得就比較適合男性，當然我們看電影也

有看過魔鬼女大兵，但畢竟那是電影。如果她的能力能夠達到特戰部

隊的要求，我也不會說什麼，但我認為有的話也是少數。」由於排斥

改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應運而生，擔任人事主管的M2就

語意深長地說：「你要再深究一下，女性都在什麼單位？還是有解套

方法，因為軍隊大啊！整個分母大，職缺多！」S2的單位也是：「女

生就是被塞在支援連啊！⋯⋯二級廠或是文書室。」就部隊現況來

說，單位長官會在不影響單位任務執行，且不違背性別平權政策的前

提下，將女性安排到戰鬥單位的行政職務。

總而言之，傳統性別分工是長年約定俗成的規範，要改變談何

容易。即使招募女性的比例提高、軍職發展更多樣性，軍隊女性依

然承受傳統軍事制度規範、價值觀、信仰和態度的侷限。亦如 R.	W.	

Connell與 James	W.	Messerschmidt	（2005）所述，父權思維會透過社

會控制、權力分配等規則產生多重的行為影響，不僅難以撼動男性思

維，女性身在其中也可能受到「同化」，成為維護陽剛霸權文化的一

員。

（二）母職限縮女性軍職發展

性別主流化推動下，為了讓軍隊成員能兼顧工作與家庭，國防部

依照《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條之規定，軍官、士官、士兵均可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並於民國 103年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

施行細則》，增訂但書使育嬰留職停薪復職未滿一年者，仍得列為晉

任對象（國防部，2015）。然而，本研究發現，上述這些規定在實際

執行面上仍具困難，女性軍人的軍職發展仍會因為社會傳統家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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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以及軍職不可分割的忠誠度等兩個因素而受到限制。

1.社會傳統家庭角色的框架

軍隊的工作形態特殊，需要戰備輪值、假日留守，遇到任務還

要被緊急召回，職務交織歷練、輪調頻繁更是常有的事。女性軍人時

常需要在工作和家庭間做出取捨，由於傳統社會期待女性軍人仍須

扮演好子女首要照顧者的角色，導致女性在雙重壓力下，往往選擇

回歸家庭（王盈舜，2017；朱世豐，2016；郭怡杏，2016；黃天縱，

2018）。就像 S6目前任職中階主官職務，儘管前途看好，但是家人

還是希望她可以先顧全先生的工作、顧好小孩，她就順應家人的想

法規劃生涯發展：「我會想常駐○○營區，這樣才可以隨時回家看一

下，有狀況也可以馬上回去處理，我先生現在駐防，要一個半月才會

放假⋯⋯我選擇現在的職務就比較好照顧到家裡。」

母職角色容易限縮女性軍人自我成就動機，即便女性在軍隊發

展順利，為了家庭還是得放下個人發展規劃。S3提到自己在部隊看

到的現況：「畢竟還是男生的天下啊！女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回歸家庭

啊！照顧小朋友啊！然後男生的話，有的就是丟給老婆去顧小孩，然

後他們在部隊，女生比較會考慮到小朋友。」亦如 S6和M4所說：

「女生都會以照顧家裡為主，留下來往上走的比較少」（S6）、「大部

分的女生生產之後，可能就會放棄（升遷）了，以空軍單位來講，我

看到的」（M4）。

然而，母職限縮女性發展卻被視為女性個人選擇。M5就指出：

「海軍也沒設限要幾個女生當艦長，就看現在有沒有人到那個位子

呀！女生中途離開就培養不到艦長啊！問題是在這啊！」M5強調

軍隊並沒有壓縮女性升遷的空間，都是女性自己的選擇。S6身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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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卻沒有反駁這樣的說法，因為以她所見，女性確實會選擇家庭為

重：「剛畢業就結婚、就選擇在陸地上，就斷了經歷，就沒有辦法那

麼順利。」M1和M5也持同樣的看法：「我覺得（升遷障礙）是個人

的因素占大部分，因為離開的人多了，所以才會覺得升上去的人少」

（M1）、「（高階女性）本身就少嘛！這個是比例的問題嘛！這個就無

關男女的問題啊！我覺得女性高階人數比較少的原因是因為，人就少

啊」（M5）。

可見，社會傳統家庭角色框架了女性的思維，軍隊長官視母職限

縮發展為個人選擇的冷漠態度，亦是父權文化得以延續的關鍵因素。

未來，在性別主流化的推動上，不僅要持續致力於提升女性比例、增

加任職單位，更要重視軍職人員工作與家庭兼顧的需求，以提升軍職

人員的留任意願。畢竟，不論男女都有照顧家庭的需求，尤其，近期

軍隊培養多位優秀的女艦長、女飛官、女性特戰人員，若是培育完成

卻回歸家庭照顧小孩，也實為軍隊人才之損失。

2.軍職不可分割的忠誠度

除了社會傳統家庭角色的框架之外，軍隊組織對成員有高度忠

誠度和組織承諾的要求，認為成員即使遭遇家庭與工作的衝突，仍須

以工作為優先（朱苑齊，2017；林昆虢，2020；胡均瑄，2020）。有

別於過去研究，本研究從單位主官的角度切入，發現單位主官從單位

管理者的立場，會以單位最大利益為考量，較不會重視個別成員需求

的滿足。如M1是單位人事主管，他認為請育嬰假的人只顧自己的利

益：「我們就發現有些女生會利用法規規定爭取自己的權益，卻導致

單位開不了缺，就變成我們少個人力。」M1因此認為法規將職缺強

制保留給請育嬰假的同仁，對單位任務執行是不利的，畢竟身為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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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尊重女性個人意願，但是也必須重視單位其他同仁的感受。身為

單位主官的M3也抱怨連連，因為目前單位有 2位孕婦即將生產、1

位女性則已經申請育嬰假，的確造成單位工作分派的困擾。

服務於空軍的 S1以自己為例，她曾經為了歷練連長而延後生育

規劃，所以她認為：「所謂領導是要犧牲奉獻，犧牲奉獻是要犧牲你

的時間、你的家庭，如果有女生願意這樣做，可以做得跟男生一樣好

的話，那我覺得 OK！」當然，S1認為女性要做到的確不容易，不過

女性若是想要獲得長官認可，就必須要和男性一樣，將心思放在工作

上。

M2是陸軍單位主官，他明白表示：「（育嬰假）不能擋啊！但

是，我會約談她，跟她說：我同意你的申請，但是我必須要告訴你，

請育嬰假之後，職務就不知道還能不能繼續。」M1是人事主管，直

言育嬰留職停薪是個人權益，但是人事權終究還是掌握在主官手上，

未來人事任用、升遷的判斷，都會納入考量，如果堅持要使用自己育

嬰留職的權利，就不要奢望升遷順利：「她提出她的訴求來，比如她

說她懷孕了，不要去哪個單位，那我們就尊重她啊！不管男生、女

生，提出來（育嬰留職）需求之後，我覺得我沒辦法賦予你重任。」

因此，要獲得長官認可與重用，就必須以工作為重。M6以自己

服務的海軍艦艇單位一位男性同仁為例，他高度讚賞這位男性同仁以

工作為重，小孩就交由家人代為照顧。反觀女性則是一心一意要照顧

小孩，自己身為主官，當然就會提攜男性。

通常女生結婚生子之後，都會傾向想要調到陸地，我們船上就有

一個女兵，小孩才剛生出來她就不想在船上待，想回去照顧這個

小孩，所以她自己打報告調差。那我們船上艦務官他也有一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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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但至少他把小孩交給父母扶養，沒有讓他影響到工作，我

是覺得這樣就可以了。（M6）

在傳統家庭模式中，父親角色被定位為「主要負擔家計者」，

母親是主責孩子的照顧責任（McBride	 et	 al.,	 2005），若是職業女性

則會面臨「雙重束縛」（double	bind）的考驗（Williams	and	Dempsey,	

2014），難以兼顧工作表現和同時承擔子女照顧角色，造成母職與工

作發展難以兩全的局面。這種現象雖然並非軍事人員所獨有，但是，

軍職和母職衝突的強度與複雜性高於其他組織，女性如果任職於一般

民間組織，可以彈性調整工作時間、轉職到時間較彈性的工作或離

職，但是女性軍人並沒有這些選擇。母職是女性軍人難以切割的責

任，忠誠度更是身為軍人必不可失的堅持，軍職與母職的兩難必定成

為女性軍人生涯發展的障礙，甚至離開軍旅生涯成為必然的抉擇。

（三）維護性別秩序，貶抑女性升遷發展

	性別不平等已深植於組織模式中，隨著時間推移，組織往往具

有特定的「模式約束」效應，這些規範更被嵌入組織運作而產生路

徑依賴（Kronsell,	 2012），如過去的研究發現，女性難以擔任重要職

務，更遑論服役於戰鬥單位，因此被合理地排除在軍隊核心之外，升

遷也受到阻礙（胡賢仁，2007；馮道遠，2009）。在性別主流化推動

後，女性軍人升遷和重要職務歷練機會成為政策推動下的關鍵指標，

促成女性軍人軍事職務的多元發展，進而提升女性升遷機會。但是，

根深蒂固的軍隊陽剛霸權早已盤根錯節，面對性別主流化帶來的衝

擊，為了捍衛原有的性別秩序，就必須貶低女性的升遷資格，以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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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權力核心地位。

本研究發現，軍隊成員會將女性的升遷障礙歸因於自身缺乏能

力，而非陽剛霸權文化的影響，即使部分女性可以獲得升遷機會也

會受到負面批評。首先，「個人歸因」以女性部隊資歷不足有較多討

論，主因在於，民國 80年以前女性軍官主要畢業於國防醫學院和國

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時稱政工幹校）。國防醫學院於民國 36年成

立護理系，畢業學生大多至各級軍醫院從事護理工作。政工幹校於

民國 40年招收第一屆女性學生，畢業學生大多至女青年工作大隊服

務，之後再分發到國軍高司單位或專業單位從事政戰工作（崔艾湄，

2016）。由於這段歷史緣由，在本研究訪談過程中，非政戰官科的受

訪者對於女性部隊資歷並沒有太多意見。相較之下，M1、M2、M3

和M5四位均為政戰官科，軍隊歷練都達二十年以上，任官期間看到

女性政戰軍官服務的單位多為機關、學校單位，並非紮實從部隊歷練

上來，卻可以獲任高階職務，心裡有些不是滋味。例如M1就特別強

調，男女在軍職歷練過程的辛苦程度有明顯差異：「女生都是往專業

單位或是專業部隊歷練，可是男生呢？男生也有少部分到專業單位、

專業部隊去歷練，但是大部分的還是會到最基層的部隊去。」M5認

為讓女生升將軍是不公平的：「女性一直都擔任專業幕僚也可以升將

軍，大家就會質疑說：妳沒到野戰部隊啊！大家就用比較傳統的眼光

在討論這件事情。」上述幾位男性受訪者凸顯這層差異，無非就是要

彰顯男性歷練比女性更加豐富、更加受到部隊的淬鍊，也更能勝任將

官職務。

而當部分女性獲得升遷機會時，大多數受訪者則認為女性是獲利

於「物以稀為貴」的優勢之中。M3就指出：「女生畢竟人數少，長

官看得到，反而容易有升遷的機會。」M2替男性打抱不平：「妳的歷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8

練為什麼每次都這麼好？因為妳是女生！是穿裙子的！現在風氣是穿

裙子的升將軍，同期的（同學）穿裙子的就可以升！」M5也指出：

「具某些意義啦！⋯⋯因為女生很少嘛！又學經歷俱備，不升好像有

點可惜，我覺得女生資格都符合的話，會比較有機會升啦！」M5對

於女性輕易占走高缺，男性辛苦歷練卻成一場空的結果感到忿忿不

平。相同地，多數女性受訪者也認為，女性受到重用、可以占高缺，

似乎是為了讓其他女性對未來發展有所期待，因而塑造一個指標性人

物，以吸引女性長留久用。S4認為：「長官要放一個指標性人物⋯⋯

會不會也是一種另類的鼓勵？」S3表示：「就是要拉一個領頭羊起

來，代表對女生的重視，不然那會出現女將軍！」	S2也同樣指出，女

性升遷的機會更高：「覺得就是會有人去特別拱一個女將軍出來⋯⋯

我覺得女生相對機會多，長官看是女生、表現也不錯，就會讓女生升

官、占缺。」可見，男性軍人受到重用或高升被視為是肯定個人的能

力，相反地，當女性軍人從眾多男性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時，則被認為

是占便宜、運氣好。

追根究柢，軍隊組織的功績衡量標準仍受到性別刻板印象和潛

在性別偏見之影響，高階職務候選人中，男性總被認為比女性更符合

資格（Hayward,	2018）。再加上，男性軍人有非常完整且程序化的升

遷經歷管制，如何在組織中獲得機會與權利有清楚的軌跡可循（周海

娟，2011）。相反地，女性將官升遷並無規則可循，以近十年的女性

將官升遷人數來看，僅於民國 104年、105年及 108年各有一位女性

少將晉任生效。軍事成員女性將官升遷的不確定性，真實地呈現出女

性軍事地位的薄弱，以及性別主流化的推動還未在軍事體制內深化。

隨著性別主流化的推動，女性軍人已持續增加，令人擔憂的是，

性別分工依然存在、社會性別角色仍限縮女性軍職發展。再加上，軍



軍隊中的性別主流化實踐 29

隊陽剛霸權文化的宰制下，女性終究無法獲得同於男性的人脈、資源

與相對優勢的地位。即使少數女性獲得重要職務、獲得高階職務的晉

升機會，多數女性仍無法在軍職發展中獲得平等機會，最終性別平等

仍難以實現。

五、結論

軍隊推展性別主流化本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學者們所

言，參與軍事和國防安全工作通常被設定為男性化的工作（Enloe,	

2004），在軍事訓練過程中，會創造出「軍事化的男子氣概」（Enloe,	

2000;	Whitworth,	 2004），而高度陽剛霸權的軍事組織文化建構，讓

男性占據主導地位，女性則處於邊緣地位（McCristall	 and	Baggaley,	

2019;	Pawelczyk,	2014;	Reynaud,	2004;	Taber,	2011）。即使性別主流化

政策推動後，我國女性軍人的軍事參與更加多元，例如：女性比例提

高、女性可以擔任戰鬥職務、部分女性可以歷練重要軍事職務等。不

可諱言，性別主流化終究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展，是否真能強勢

改變根深蒂固的軍隊陽剛霸權文化？

過去研究顯示，軍隊成員對於提升女性招募比例是抗拒的（周海

娟，2011；胡三華，2013；Nuciari,	 2018），占有主導地位的男性軍

人會透過空間、人際和職務的區隔，將女性排除於男性群體之外，卻

以維護女性「安全」為由，讓人忽略這是男性軍人排斥女性軍人的行

為展現（沈育林，2012；林柏志，2019；張雅筑，2016；Hearn	et	al.,	

2012）。這些操作都弱化女性在軍隊中的人際網絡支持，也更加不利

於女性軍旅生涯的發展。本研究也進一步發現，性別主流化的推展，

引起了過度保障女性的抱怨聲浪，男性以另類的壓制手段，捍衛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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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地位，例如：「彭斯守則」就是軍隊男性群體邊緣化女性成員的

隱晦壓制手段，藉以維持性別區隔、捍衛男性的優勢地位。

同樣地，從本研究受訪者對女性高階者的評論：「穿裙子的升將

軍」、「只是要拉一個領頭羊」等，也是借力使力地將女性在媒體的活

躍，塑造成升遷上的特權與政治考量，以鞏固男性群體的競爭優勢，

並貶低女性的工作能力和付出。過去的研究多聚焦於「玻璃天花板」

現象的討論（周海娟，2011；侯義雄，2011；陳慧蓉，2012；傅阡

綦，2008；虞立莉，2003），只有少數研究關切到少數女性突破「玻

璃天花板」帶來的效應。如侯義雄（2011）與胡賢仁（2007）的研究

就發現，即使部分女性能歷練戰鬥職務、占高缺，仍無法掩蓋多數女

性發展空間仍受到限制的事實。本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即使在性別

主流化推動下，有少數女性軍人得以突破「玻璃天花板」，卻反而讓

多數女性所受到的歧視和排斥變得無形。因為，如果有女性可以突破

玻璃天花板，代表制度是公平的，女性升遷障礙也被合理歸因於自身

缺乏能力。所以，筆者進一步省思，軍隊「女力提升」不應該僅是一

昧追求數字上的增加，卻不關切實際執行的侷限性，以及單位成員的

接受程度。一枝獨秀的女性樣板，並不能代表多數女性軍人已獲得性

別平等。專注追求成效和完美數據，卻忽略軍隊陽剛霸權下性別權力

的差異，更低估社會結構的影響力，導致性別主流化的推動反而引起

性別間的對立和衝突。

進一步討論社會結構的影響，社會傳統父權的制約是重要影響

因素。從過往的研究可以發現，男性軍人被期望以軍務為重、家庭次

之，反觀女性軍人卻被框架於家庭責任上，工作與母職的衝突是侷限

女性軍職發展的重要因素（王盈舜，2017；朱世豐，2016；郭怡杏，

2016；黃天縱，2018；Hearn	et	al.,	2012）。本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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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本研究的受訪女性都任職於戰鬥單位，雖然發展前景看好，但是

工作與家庭照顧的衝突都超過非戰鬥單位的女性同仁，所面臨的軍職

和母職衝突的強度與複雜性更高。追根究柢，女性要同時面對軍隊和

家庭兩個戰場，在軍隊陽剛霸權與社會父權文化的隱形高牆團團圍繞

之下，女性實在裹足不前、難以跨越。況且，性別處境複雜程度並

非僅止於男性的優勢主導，女性在維持傳統性別角色上亦是「共謀

者」，因為性別是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工具，產生、複製並合法化基

於性別類別的選擇和限制。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深植人心，多數女

性軍人以家庭為重的想法並未改變，男性的支配地位和女性的從屬地

位仍是自我規範下的日常習慣，女力的流失也成為必然的結果。

就本研究所見，持續以性別中立、自由平等權利的角度推動性別

平等，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性別平等。因為，期待女性和男性有同樣的

表現是不公平的，這種推動性別融合的方式，不過是希望女性遵守並

認同男性規範和價值觀。有鑑於此，筆者有以下兩項建議：軍隊應該

創造對話式的溝通策略，以及互利式的鬆動性別角色。

（一）創造對話式的溝通策略

性別主流化的推動，不該被視為是一項業務，或是圖利女性、

保護女性的政治操作，進而受到男性成員的排斥，或是以歧視、隱匿

的方式表達對政策的不認同。同樣身為軍人的筆者，除了親眼見證軍

隊性別主流化 15年來的推展，也長期從事軍隊性別議題的研究、教

學，並且擔任任職學校的性平委員一職。在這段經歷中，雖然感受到

性別主流化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更是國防部極為重視的政策。但

是，要深化並改變軍事組織文化並非易事。況且，軍隊成員向來恪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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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導，無論支持性別主流化與否，都不會公開去表述自己的態

度。就如彭渰雯（2008）研究指出，「性別主流化」反而形成了一種

政治正確的「假霸權」，公開質疑或挑戰性別主流化的推展，都可能

被貼上「政治不正確」的標籤。

筆者認為，看似推展順利實則缺乏討論的政策，只會持續受到質

疑並累積不滿，若要突破固有的父權框架，必須將性別觀點納入溝通

對話，才能促成相互理解。筆者建議，軍隊應該善用軍事媒體和網絡

綿密的軍事指揮系統，積極建構對話式的溝通平台，以平等對話的溝

通策略模式，促成有效的對話。首先，可透過軍隊成員訪談、問卷調

查來了解軍隊成員對性別主流化推動的真實感受，後續可邀請專家學

者、軍隊成員面對面座談，以開誠布公的方式，真誠地面對問題，透

過正向的意見交流，獲取未來性別主流化推動更適切的政策走向。

（二）互利式的鬆動性別角色

傳統社會文化將男性視為家庭經濟支柱，女性則肩負子女生養

之責。進到軍隊場域，男性是軍人主體，而女性被視為從屬角色，無

論男女都陷於傳統性別角色的桎梏中。然而，在軍隊推動募兵制、軍

隊女性比例提升下，若仍堅持性別分工的做法，因性別而異的工作內

容，除了增加成員間的衝突，更影響人力的配置運用。現代軍隊應該

追求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共存，而非對立。畢竟募兵制下的軍隊成

員都必須長留久用，親職與軍職共存的課題也並非僅有女性需要面

對。軍隊性別主流化的推動應該以互利的方式，鼓勵男性和女性軍人

擺脫性別角色綑綁，鬆動「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務分工，發展出更

適合現今軍事情境的軍隊文化，才得以紓解軍隊令人感到焦慮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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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總而言之，性別主流化政策在行政院的統合與督導下，讓軍隊性

別平權工作得以逐步完成各階段的重點工作，改革措施得以延續與推

展。下一階段的工作執行重點，應該致力於提升政策推展的實際操作

層面，關注改善軍隊陽剛霸權文化，以及社會傳統父權文化對軍隊性

別平權推展的阻礙。本研究提出了兩項建議，在鬆動軍隊陽剛霸權文

化的宰制方面，筆者希望藉由對話式的溝通平台，了解軍隊成員對政

策推展的真實感受，以作為後續性別主流化政策推展的參考建議。至

於如何互利式的鬆動性別角色，筆者認為，親職角色應由父母共同承

擔，並透過國家持續推動就業支持相關政策、增進親職福利，以及建

構友善職場等作為，並且鬆動社會傳統父權的宰制，以實現性別平權

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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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ast	 f i f teen	 years ,	 with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the	 change	of	 the	 labor	 force	 recruitment	 system,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n	the	military	has	increased,	and	it	is	inevitable	

that	multi-faceted	gender	 issues	must	be	 faced.	As	 a	 special	 gendered	

organization,	how	 is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ctualized	 in	 the	

military?	The	real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in	the	military	calls	 for	more	

exploration.

Based	on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his	research	uses	in-depth	

interviews	as	 a	data	 collecting	method.	Male	 and	 female	officers	who	

have	 served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in	 the	 army,	 the	navy,	 and	 the	 air	

force,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about	 the	

following	 issues.	What	 is	 the	 current	 status	of	 female	military	personnel	

manpower	 utilization	 and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How	 has	 the	

promotion	 system	changed?	Do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measures	

work?	Have	 they	experienced	 the	practice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changing	the	gender	relations	within	the	military,	or	how	effective	do	they	

perceive	them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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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female	military	

personnel	 recruited	and	 the	diversity	of	military	position	options	seem	 to	

challenge	 attitudes	 and	arrangements	of	 traditional	military	 systems,	but	

quite	 superficially.	 	The	masculine	hegemony	of	 the	military,	 combined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plaints	 and	 sarcasms	 from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ulture,	 has	 aggravated	 the	 unfairness	 of	 unequal	 power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Incidents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sexual	

harassment	 also	highlight	 the	 inequality	of	gender	power.	There	 is	 an	

invisible	barricade	in	front	of	female	military	personnel.	Their	subordinate	

role	within	the	military,	as	well	as	their	roles	as	the	main	caregivers	within	

their	 families,	make	women	marginal	 and	 insignificant	 in	 the	military.	

Gender	boundaries	have	not	 actually	disappeared,	both	personally	 and	

structurally.	Some	strategic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inally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the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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